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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鞍钢宪法”尽管在发源地中国昙花一现，但它对日本、欧洲和美国的企业管理与组织创新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目前对它的认识并未真正涉及鞍钢宪法的核心价值。本文认为“鞍钢宪法”和以它为先导的日本模式是在员工之间、员工与管理者之间构建一个信任合作的机制，寻求重复博弈的稳定的合作最优解，从而是对普遍存在的企业科层失灵的突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企业治理结构创新。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本文探讨了“鞍钢宪法”在中国昙花一现，却在日本和其他地区扎根并带来组织创新的真正原因，进而从历史教训和国际经验中理解“鞍钢宪法”对于我国企业治理的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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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钢宪法”是由我国大型钢铁企业－鞍山钢铁公司创造的。它的内容被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

尽管“鞍钢宪法”在中国长期被作为大跃进期间意识形态在工业中的体现而被遗忘，但它对日本、欧洲和美国的企业管理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广为推崇的日本企业组织模式，就直接受到“鞍钢宪法”的深刻影响。许多学者认为，“鞍钢宪法”的精神实质是“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即对福特式的僵化的、以垂直命令为核心的企业内分工理论的挑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罗伯特·托马斯(1994)明确指出，“毛主义”（指“鞍钢宪法”）是“全面质量管理”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即充分发扬“经济民主”，提高组织效率。这一认识将“鞍钢宪法”与日本的全面质量管理和团队合作相联系，强调其对生产的质量控制管理的意义。在总结上述认识的基础上，崔之元（1996）指出，以前苏联为代表的传统计划经济是福特主义的最彻底的逻辑展开，而“鞍钢宪法”则是对这一逻辑的挑战，强调的是灵活生产方式，是对僵化的技术分工体系的改进。

对“鞍钢宪法”的这些认识，实质上是将“鞍钢宪法”视为对福特制的挑战。尽管这些认识对于理解“鞍钢宪法”有重要意义，但并未真正涉及“鞍钢宪法”的核心价值。从本质上看，“鞍钢宪法”和以它为先导的日本模式是要在员工之间、员工与企业管理者之间构建一个信任合作机制，以寻求重复博弈的稳定的合作最优解，以克服企业内的科层失灵问题。我们认为，这才是“鞍钢宪法”的核心价值所在。

一、市场失灵与企业失灵

按科斯（1937）的理论，企业的产生是由于利用价格机制存在成本，这些成本涉及谈判和实施合约所花费的各种交易费用。企业利用科层的行政协调机制代替了市场中的价格机制，在企业内部依靠企业家的权威组织资源从而降低了交易费用。

企业是对市场失灵的替代，但是以科层为特征的企业在纠正由信息不对称、垄断和团队生产的外部性所衍生的激励问题时效果究竟如何？尽管科层可以部分改善市场的低效率或者克服自愿合作行动的失灵，但是造成市场低效率的因素，同样可以造成企业科层的低效率（尽管程度上也许不同）。

团队生产的外部性，使得完全的高能激励不可能实施，管理者无法通过激励使个人利益与组织效率完全相一致（威廉姆森，1985）。同时，企业内部充斥着因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机会主义。无论是委托人还是代理人都存在为了个人利益而进行欺诈的行为，为降低这一机会主义行为而建立的治理结构所负担的代理成本很高，因此企业离理想效率甚远。米勒（2002）将社会选择理论用于对企业的深入分析，发现科层中自利行为的自然结果应该是持续的低效率，科层并不能达至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完美一致，造成市场失灵的因素同样会造成企业失灵。

当发现科层并不能得到最优效率时，一些经济学家的做法是返身求助于市场，认为通过外部的产品市场、控制权市场和经理市场的压力可以促使企业提高效率。但是，斯蒂格利茨（1998）对外部市场的作用表示了强烈的怀疑。由于产品质量的多维度和经理才能的专长特性，产品市场和经理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信息也是不完全的，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信号。在控制权市场，由于监管是一种公共品，股东并无足够的积极性监督企业；同时，投资者接管低效率企业只具有有限积极性
，接管机制也是不完善的。因此，寄希望于外部市场约束来促进企业效率的作用是有限的。企业中的人们不可避免地发现自己处于个人自利与组织效率冲突的两难困境之中。

经济学家也许不得不因此放弃对于理想效率的追求，但基于信任合作基础上的重复博弈模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突破企业管理困境的分析框架，以“鞍钢宪法”为先导的团队合作、高参与度的企业治理模式就是它的集中体现。

二、“鞍钢宪法”的核心价值：构造合作基础上的重复博弈

针对企业科层失灵，威廉姆森（1985）认为：“除非存在与筹资过程有关的反常行为，或组织中处于策略位置的成员不能分享未来收益，未实现的效率机会总是会提供重组的动力。”但威廉姆森没有说明如何重组和重组后的组织。如前所述，在目前企业经济学视野内，任何可能的重组结果都同样是有缺陷的。于是Jensen和Mecking（1976）等人明确放弃了理想效率的观点，认为设计完全高效率的科层是不可能的。在组织经济学家看来，尽管科层中充斥着机会主义和团队卸责行为，但已有的激励制度设计对此无能为力，这些损失就如同生产过程必须支付的生产成本一样，企业已经是“有效率的”了。

实际上，根据重复博弈的无名氏定理，企业存在着效率改进的空间。按照该定理，在长期交互式群体中，理性个人能够获得合作解，从而优于非合作均衡。因此，有效率的组织很可能是这样的组织，它们的管理者能够说服或鼓励员工不要进行机会主义的卸责，即使这一卸责在短期内符合他们的利益。如果能够形成合作，那么由于团队生产外部性与不对称信息而造成的不可避免的代理成本在理论上可以减少到零。这就意味着，如果某企业内部能够形成员工间、员工与管理层间的合作，那么相对于那些甘愿顺从相对效率而付出代理成本的企业而言，这个企业将获得竞争优势（米勒，2002）。

尽管合作给出了效率提高的前景，但仍然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效率提高似乎是要以员工超越短期利益的无私合作行为为基础。长期以来在组织行为学、管理学文献中激发合作从来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但对于秉承新古典传统的经济学家来说这是无法接受的，在他们眼里一切经济分析都必须从个人利益最大化出发。尽管最新的行为经济学成果认可了人的利他倾向的存在，但我们关于企业合作解的分析并不需要依赖于这种无私的利他倾向。当代经济学在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方面的研究表明，一个“以牙还牙”的重复博弈模型可以让经济行为人在基于个人理性的基础上求得合作解（Axelrod，1984）。青木昌彦（2005）从日本企业的实践得到启发，给出了一个合作博弈模型，将企业看作股东和雇员形成的联盟，双方通过谈判，也就是合作博弈，得出一个有束缚力的一致同意的协议，所选择的结果可能满足各方的共同利益，从而达到了组织均衡。其中，没有任何一方期望在破坏合作的同时，又没有造成损失的情况下获得效用的增进。合作与自利并不绝对冲突。

其次，合作解仅是重复博弈的多种可能均衡之一，一些均衡比其他均衡更为有效率，而且不同的均衡中利益分配也是各不相同的。更重要的是合作解对双方而言都不是占优策略，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间的相互的机会主义行为（背叛）符合各自的理性，背叛才是占优策略，因此随机扰动会使这一结果发散回到非最优解。为了保证合作解的实现，必须要求博弈参与者形成相互加强的心理预期，或者说参与者相互间存在着信任机制，即存在这样的信念：别人目前合作，并且只要其他人合作，他们将继续合作。这意味着企业的内部人必须以大量令人信服的方式证明自己将一直守诺合作。另一方面，参与人双方都必须预期到彼此的关系长到足以使合作投资有价值，因为短期有限博弈中守诺总是不可信的（米勒，2002）。因此，如果企业科层希望将企业维持在长期合作均衡上，就必须努力创造这些基础条件。

现在我们来考察“鞍钢宪法”。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它的基本逻辑就是在员工间和员工与管理层之间创造水平的和纵向的信任合作基础，并进而获得博弈的合作最优解。

（一）水平合作：工作团队的构造

组织经济学以往认为，团队生产容易产生卸责，清晰截然的工艺流程易于监督从而减少卸责。因此，传统的福特制企业强调技术分工，员工被严格的规章制度原子化，相互间通过生产工序联系而缺乏团队合作。反之，如果团队成员放弃卸责的机会，能形成合作，合作基础上的团队生产效率将高于僵化的生产线。

“鞍钢宪法”几乎明确地提出了团队合作的概念并创造了形成团队合作的基础条件。“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就打破了技术分工的界限，强调的是围绕生产目标的团队生产。团队成员间的合作需要相互信赖，但这种信赖并不必然要求超越自利的无私，成员间的“共同知识”更为重要。“三结合”过程可以创造信任他人将会合作的共同知识，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他们间的结合过程是相互依赖而长期的，如果有人背叛（行使机会主义），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未来的不合作，即以牙还牙来惩罚他。

“鞍钢宪法”对不合理规章制度的修改可以加强团队的合作能力。通常企业科层内严格的正式制度对维持团队的努力作用很小甚至起到相反作用，那些试图增进效率的规章和禁令常常会切断员工间的互惠行动，与员工内部的非正式规范相冲突。正式制度的软化，为小型群体内部创造非正式规范提供了空间，团队成员可以采用互惠默契、舆论等内部纪律和规范建立惩戒背叛、激励稳定合作的信任机制。著名的霍桑实验证明了这一点
。

（二）纵向合作：共同参与治理

纵向合作要比水平合作困难得多。在一个水平的工作团队里，互惠合作较容易通过内部的非正式规范确立，相互间的平等也可以使成员能够实施面对面的监督。但在企业科层间，上下级关系是建立在不对称的基础上的，互惠合作和相互监督难以建立：上级不信任下级的努力水平，下级不信任上级的决策，尤其是工作条件、指标与剩余分配决策。

“鞍钢宪法”提供了突破纵向困境，建立合作的思路，即员工参与管理，干部参加生产。通过参加生产，管理层否决了自己的特权，从而象征性地表现了企业的整体性，并表达了管理层的合作意愿。员工参与决策一方面使员工产生自身利益与企业利益一致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使员工能够拥有对管理者不守诺的背叛行为的报复手段，从而在员工与管理者之间形成共同知识，建立相互信任理解的机制。“两参”与“三结合”使得上下级间增进对对方信息的了解，削弱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性，从而使得各自机会主义的行使能力下降。对于不合理规章制度的改革，可以让员工不再认为自己只是被监督、约束和惩戒的对象，激励他们披露真实信息，形成博弈合作解。

此外，“鞍钢宪法”还强调“政治挂帅”，如果我们揭开它意识形态的面纱，可以发现它是希望通过思想教育工作力图使员工相信共同价值观、共同目标的存在，最终使各种博弈参与人建立共同预期，即合作行为将得到回报。这一点与阿克洛夫、西蒙（1972）等强调要求员工超越经济激励，认同企业共同目标的管理手段是完全一致的。

由此可见，基于现代经济学研究进展而对“鞍钢宪法”的重新解读表明，“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核心价值在于：努力削弱企业内的信息不对称、软化僵硬的正式制度约束、构造工作团队、建立员工参与治理机制，从而在员工间、员工与管理层间构建信任合作基础，以寻求重复博弈的合作最优解。这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个人动机与企业整体目标间冲突的企业失灵困境。

需要强调的是，将“鞍钢宪法”看作是后福特生产方式下的组织进步并不能完整反映该模式的普遍意义。即便在传统福特型生产企业中，团队生产的外部性与科层间、科层内的信息不对称也严重存在，科层监督与激励同样并不完全（当然，在灵活生产模式下，由于监督更加困难，这些情况可能更为突出），合作基础上的重复博弈仍然是最优解。仔细考察日本模式的历史可以发现，“丰田制”这样的全面质量管理正是出现在汽车制造这种传统上被认为是典型福特制的大规模制造企业，这恰好证明了“鞍钢宪法”所主张的团队合作、共同参与治理的组织机制并不是生产线工艺革命后的权变策略，而是体现了企业治理机制创新的普遍价值。

三、“鞍钢宪法”在中日两国的不同境遇及其原因

竞争总会奖励高效率的组织，而没有能够达到效率的企业组织会受到惩罚。然而，令人困惑的是“鞍钢宪法”所展示的高效率组织模式在本土只是昙花一现，而在日本这一模式得到了或多或少的贯彻，为日本经济奇迹发挥了重大作用。崔之元（1996）认为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混乱导致了这一结果。贾根良（2002）从中日对比的角度，认为是不利的国际结构制约条件、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和错误的生态资源环境认识等导致了“鞍钢宪法”无法成为后来组织演变的基础。　

我们认为这种将“鞍钢宪法”的境遇归于具体历史事件或者特殊的国家环境的看法，并未真正涉及到问题所在。“鞍钢宪法”在中国未获成功的根本原因只能从组织演进的经济制度背景来寻找。以中央指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无法为组织形态演化提供足够的激励刺激，因此，进化中被淘汰的并不一定是低效率的治理合约而完全可能相反。

在竞争的市场体制中，市场会奖励高效率的组织，惩罚乃至淘汰低效率组织。组织效率与组织演进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是组织演进中的进化法则。这一法则会激励组织进行效率创造，并通过学习机制在组织间进行扩散。

但是，在计划经济中，企业是服从于中央计划指令的行政附属，中央计划者所追求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高级赢利”。企业的盈亏状况决定于中央计划指令，也就是决定于“高级赢利”所要求的企业的贡献。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自发形成的效率追求通常得不到有利于强化效率追求和效率扩散的奖赏。相反，自发形成的效率追求却可能导致“鞭打快牛”的“棘轮效应”，造成“能者多劳”而不是“能者多得”的局面。因此，在计划经济下，企业管理者并不能将自发的效率追求转化为持续的组织机制创新的动力。这与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形成了鲜明对比。

因此，对于一般企业来说，“鞍钢宪法”就只是意识形态的体现而不会成为真正推动组织变化的力量。换一个角度看，如果能够构造一个竞争性环境，即便是在当时中国的国际环境和政治局面下，“鞍钢宪法”这样的组织、制度创新仍然有其价值。

“鞍钢宪法”在它的发源地由于经济体制的原因无法扎根，但却对日本乃至西方企业管理与组织创新产生了深刻影响。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日本兴起了“团队合作”精神和自主管理运动，作为福特制基础的大规模生产和大量销售的工业技术在日本出现了企业组织形态的变异，产生了诸如现场改革、岗位轮换、全面质量管理和及时生产等组织创新，其重要的思想源泉就来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研究课题组，2000）。日本的“丰田生产方式”，就是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的团队合作，每人不固守僵化的技术分工，而是自动自觉地解决“无库存生产方式”中的问题。日本全面质量管理的兴起者石川馨说，TQM(全面质量管理)是一种人际关系，是一种人生哲学，是学习和借鉴“鞍钢宪法”文本的产物。原日本经团联会长、新日铁社社长稻山嘉宽说，他办日铁社，采取“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办法，就是向“鞍钢宪法”学习的。日本模式依赖于分包商与供应商的合作关系，较少的科层管理体系以及工人多技能和更大程度的参与，这种演变将规模经济与生产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了（贾根良，2002）。在80年代美欧工业改革实践中，日本模式作为参照标准也起了重要作用。这种模式中新的组织形式的基本特征是“团队生产”与“全面质量管理”，而这是与“鞍钢宪法”的精神实质高度吻合的。需要说明的是，与鞍钢宪法相比，日本模式主要强调的是企业内水平层次的合作，而鞍钢宪法不仅要求构建水平层次的合作，而且特别强调纵向层次的合作，也就是更加重视员工共同参与治理的经济民主对效率提高的作用。这一点德国与北欧国家的企业治理与“鞍钢宪法”更有共通之处。

在市场经济中，“鞍钢宪法”所主张的团队合作、共同参与治理的组织机制的优势可以使组织在竞争中获得奖励，并在长期里促进经济组织的演化，这正是日本模式取得成功并进而影响欧美企业治理模式的原因。但是，为什么是日本而不是其他如美国这样的国家最先采用这样的企业组织创新呢？很容易想到的理由有这样两个。首先，由于日本在其经济发展初期，属于后进国家，而其经济战略却是面向世界市场的出口导向战略，因此面对国外企业的强大竞争压力，必然有更为强烈的动机去寻求一切能促进企业提高效率的组织创新，而不愿停留在欧美企业的相对效率的次优状态。其次，日本文化中非常强的规避不确定性和重视集体主义的传统对于形成博弈参与人间的合作博弈有着特别的优势。终身雇佣这样的降低风险的措施有助于形成长期重复博弈预期，重视集体利益对于建立共同目标进行团队合作有着重要价值。但是，更为重要的理由可能是下面的原因，即日本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的政府和相关利益群体的扶持与干预远比美国这样的自由经济体系中的企业更为强大。因为采用合作博弈虽然有助于组织效率的提高，但它将会涉及到经济剩余的重新分配，因此常常与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相冲突（Radner，1987）
。因此，在股东至上主义的美国企业中建立信任合作将是非常困难的。日本企业更多地受到政府和相关群体的扶持帮助，企业的目标函数就必然要引入政府和相关群体的利益，管理者需要更多考虑社会利益和利益相关人的利益。因此，能够增进企业集体效率的措施就有很大的机会得以实行，即便它可能与股东利益存在冲突。从青木昌彦（2005）的模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模式的这一特征。在他的模型里，企业管理者被看成一个共同利益的维护者，充当着政策制定者和分配仲裁人的混合角色，既不只是股东的代理人，也不是自身效用最大化者。

前面我们指出“鞍钢宪法”在中国未能扎根是计划经济的必然，那为什么“鞍钢宪法”在中国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然不能成为中国企业组织创新的思想资源呢？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的企业改革不断地受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强调的是所有权利益的实现与激励作用。因此，与日本企业相反，在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效率的冲突中被牺牲的必然是企业效率。另一方面，缺乏信任合作带来的企业效率损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从劳动力市场得到补偿而将损失转嫁给员工。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过度供给，员工缺乏有效的集体谈判能力以对抗资本。因此，员工工资通常被压得很低。这样，企业就具有了低工资与提高劳动强度的竞争优势
。然而，这却导致了员工与企业所有者或者管理者之间的强烈对立。同时，高流动性、无保障的工作也使员工无法建立长期重复博弈的预期。结果，以长期信任合作为目标的“鞍钢宪法”在我国目前情况下也就无从发挥作用
。

四、启示

我们在现代经济学研究进展的基础上解读“鞍钢宪法”，发现“鞍钢宪法”是对个人动机与企业整体目标间冲突的企业失灵困境的突破，它通过削弱企业内的信息不对称、软化正式制度约束、构造工作团队、建立员工参与治理机制，从而在员工间、员工与管理层间构建信任合作基础，寻求重复博弈的稳定合作最优解。这一合作解引导企业走出次优状态，迈向理想效率。这就是与“鞍钢宪法”的精神实质一脉相承的日本模式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的原因。

面对“鞍钢宪法”所蕴涵的经济学涵义与其在发源地昙花一现的境遇，对比日本模式在世界范围的成功，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下面几点启示。

首先，有必要重新思考我国企业治理结构的改革问题，产权明晰并不是高效率企业的惟一决定因素。管理者制定强制性合约，员工作为自利个人在既定激励制度下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并不能达到企业最优效率。考虑管理权与产权在组织内部的适当分散，强调员工的参与治理，这样的经济民主将有利于企业效率的提高。

其次，过于强调我国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以及强化企业规章制度约束，将会妨碍企业博弈参与人形成信任合作关系，从长远看，将影响企业的组织创新与经济效率。必须建立促使企业管理者考虑利益相关人特别是员工利益的制度，一个合理的剩余分配制度才能达成组织均衡，并促进社会整体效率。

最后，在正式的经济激励制度之外，还要重视非正式规范、组织文化与思想交流这些组织行为理论重视的主题。这些安排可以激发人们超越自利的合作，但它们并不违背经济理性。在个人并非原子化的真实世界里，人们存在长期的社会交互作用。重复博弈模型指出，在这样的交互作用下，通过建立关于信任的共同知识，在长期里合作才是真正理性的。组织行为学关于激发合作的这些努力正是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重要力量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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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ter of the Anshan Iron and Steel Company”: 
Re-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he Cooperation Game 

Zhang Xian  Zhuang Zhi-hui

Abstract  "Charter of the Anshan Iron and Steel Company" Despite the birthplace of China's brief, but it was Japa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but now it has not really understanding involving Charter of the Anshan Iron and Steel Company's core values.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the "Charter of the Anshan Iron and Steel Company," and it was spearheaded in the Japanese model is between employees, between employees and managers to build a trust and cooperation mechanism for the stability of the repeated games cooperation optimal solution, which is universal the failure of the enterprise by the breakthrough is a universal significance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innovation. In this understanding on the basis of this paper, "Charter of the Anshan Iron and Steel Company in China" in a flash in the pan, but in Japan and other parts of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to take root and bring the real reasons, then from the lessons of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in understanding "Charter of the Anshan Iron and Steel Company" China's corporate governance for the modern sense.
Key words  Charter of the Anshan Iron and Steel Company  repeat Game  trust  Cooperation Corporat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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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控制权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存在多个接管者，那么接管价格就必然被抬高到充分的市场价值。这样搜寻低效率企业的信息成本就无法收回。另一方面，如果接管者可以提高企业价值，那么原来的股东必然不愿意在低价上出售股票而愿意参与企业未来收益的分配，从而使控制权的转移变的很困难。


�  该实验是对西部电气公司的集成板焊接车间的生产研究。实验表明车间成员存在广泛的互惠联系和内部惩戒手段，而这是为正式制度所不允许的。但他们的生产效率却表明这些非正式制度的重要价值。


�  在剩余利润所有人看来，其他企业成员所得是成本，因此为建立合作机制必须进行的剩余的重新分配与所有者利益是存在冲突的。简言之，企业利润与企业效率存在冲突（Radner，1987）。


�  最近，中国媒体对于血汗工厂和农民工讨薪的大量报道反映出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与普遍性。


�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鞍钢宪法的发源地鞍钢宪法的精神竟然在中日合资企业中得到了最好体现，东风日产公司在生产效率下降的时候，决定将生产管理交由中方党委书记执行，结果通过传统的思想工作、技术竞赛、干部下车间等手段该企业迅速提高了产能满足了市场需求（田原真司，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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